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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終結的一年

⊙ 何懷宏

 

在我的開始裏包含有我的結局。 

……在我的結束中是我的開始。

──艾略特（T. S. Eliot）《東科克》（East Coker）

1905距今一百年了。

是年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連續發表了三篇將大大改變人類的宇宙時空觀念的科學論

文，由此奠定的相對論無疑也將影響到人們的整個世界觀和人生觀。俄國發生了1905年革

命，以其遙遠和失敗倒沒有引起中國人的多少注意，而日俄戰爭及其結果對中國人的影響卻

是切實的刺激和震撼──它本身就是一場奇怪的、對中國人來說既包含恥辱又包含希望的、

以中國為主要戰場的外國人的戰爭，國人多以此為「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認其結果

證明了「君主立憲」的優越和亞洲後發國家的希望。此年由於美國要續簽排斥華工的條約，

還引起了全國的抵制美貨運動。這樣，三個日後將對二十世紀中國發生最重要影響的國家

──俄、日、美都在本年頗引起國人的注意。

是年在中國為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清王朝試圖延續自身統治的「新政」改革和試圖推翻它的

革命看來正在緊張地賽跑。7月，袁世凱、張之洞、周馥聯銜奏請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

上命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同月底在日本，孫中山與黃興等七十餘人在東京集會，商

組「中國同盟會」，孫中山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治綱

領，並解釋說：「本會係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立志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三大革

命，畢其功於一役。」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召開了成立大會，孫中山任總理。11

月26日，在東京出版了機關報《民報》，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將同盟會的十

六字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當9月24日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出發時，在北京正陽門車站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這就像是

改良與革命的一次短兵相接。這次突然發生的刺殺（吳原本是計劃刺殺鐵良）並沒有阻止、

但至少遲滯了清廷立憲的步伐。某些激進行動的意義就在於：它即使失敗，也造成了一種必

須再往前走的氣氛，使己方前仆後繼，使對方欲罷不能。是年還有《革命軍》作者鄒容瘐死

獄中；《警世鐘》作者陳天華蹈海自沉，他們都曾試圖以熱血或死亡來喚起同胞，開闢革命

的道路。

的確，一些東西在消逝，似乎永遠地消逝。從伍廷芳、沈家本奏請，清廷將律例內凌遲、梟

首、戮屍三項酷刑，永遠廢除，凡死刑最重至斬決為止，又廢除緣坐、刺字。後又從兩人奏

請，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並請查監獄羈所，以矜恤庶獄。體制化的合法暴力似在



努力使自己變得文明、變得溫和；體制外的暴力則方興未艾，並最終要摧毀這一體制。還有

一些嶄新的、初看是細小的東西也正在出現。例如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本年在北京的

豐泰照相館誕生，日後人們將會感到這是一個「影視媒體時代」的先聲，大眾的「看」將排

擠掉少數文化精英「讀」的中心位置。

舊和新、保守與革命又常常頑固地糾纏在一起。是年為考察清政府的武備，幹練的大臣鐵良

在秘密巡視了東南及中原各省炮台、陸軍、水師、軍校等軍事機構之後，寫了數萬字的詳細

報告，甚至細緻到一兵一卒、一槍一炮地評述了國防力量的狀況，指出了各地許多的積弊和

腐敗，卻對張之洞治下武漢新軍的訓練讚譽有加1，而正是這支新軍，日後成為發動辛亥革命

的主角。

在十九世紀向二十世紀轉換的那些年裏，1905年比起此前朝野動盪的1898年、1900年和後來

王朝傾覆的1911年來，看來並不很引人注目，甚至有點平平淡淡。但在我看來，它卻最適合

於被稱為中國傳統社會「終結的一年」，其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件大事就是科舉的廢除。清

廷宣布廢除科舉，自然有許多長期積累的原因和多方面動力激蕩而成，但最後的決定是在本

年做出，遂使本年成為標誌性的一年。科舉的廢除影響深遠，意味著中國歷史的一個根本斷

裂。相對於此前中國的「千年」傳承，它是終結的一年；相對於此後的「百年」變革，客觀

上又可說是開端的一年。它構成近代中國社會變遷鏈條中關鍵的一環。總之，科舉之廢除實

在是「亙古奇變」的二十世紀所發生的一件最早的最重大事件，其意義要超過一個王朝的覆

滅。以下我試依據我的一些初步研究對這一事件的意義做一敘述2。

一 古代選舉制度的終結

廢除科舉首先意味著一個確立於唐代，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消失，但還不僅

此，它還意味著一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的結束。因為，由唐至清的科舉

（考選）與此前由漢至隋的察舉（薦選）實際是不可分開的。它本身正是由察舉發展而來，

是為了克服其問題而產生和發展的。察舉制度和科舉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的一

個整體。它的名稱和豐富內容可見之於正史的「選舉志」，以及典章制度著作中的「選舉

典」、「選舉略」或「選舉考」等。科舉的廢除則整個地改變了古代選舉的主旨和方向。

秦王朝統一中國，其形成的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模式，為後世選舉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

一種直接的客觀需要和可能。漢朝承襲了此模式，但在官員的來源上頗思改弦更張，到建立

王朝之後六七十年，其「統治階層的再生產」終於發生了一種意義深遠的變化。文景時已有

不定期的「賢良方正」的特舉，而就在武帝時的一次特舉中，董仲舒提出意見，反對任子、

納資取士，主張「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3，這

樣，終於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舉看似不起眼，卻正

如勞榦所言：「開中國選舉制度數千年堅固的基礎。」4元朔元年（前128）又有詔書規定必

須舉人，批准了有司所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察舉由此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並不斷完善細則、增加其他名目，確定獎懲。我們翻閱《漢

書》，時有「坐選舉不實」而免官的記載。博士弟子課試也漸成制度，開後世選舉與學校相

結合的先河。

作為薦選的察舉的特點是「人對人」，好處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僅文章、學問，還有德



行、幹才；也不僅一時表現，還有平日作為，乃至於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薦者私心膨脹而又

外無制約，薦選也易生營私、結派、請託、謬濫的流弊。這時有兩條可能的出路：一條路是

把開啟的門關小，使統治層相對封閉，上升之途更加縮小，客觀上可以減少覬覦之心與奔競

之勢；另一條路則是索性讓門完全敞開，使統治層向所有人開放，只是每個人都要經過一套

嚴格的、同等的考試程序才能達到高位。

東漢以後的選舉在頭幾百年（魏晉南北朝）也許是走了前一條路，而之後的一千多年（唐至

清），最終還是走了後一條路。於是，以「自由投考」和「以程文為定」兩點為基本特徵的

科舉在唐代正式確立。又經過宋代採取鎖院、糊名、謄錄這些隔絕考官與舉子，只憑程文而

不再見本人的措施，除了考場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幾已淡化為零，考官不知試卷作者為

何，更勿論其家世背景。其他種種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強這一點。由此遂導致「取士不問家

世」原則在宋代的完全實現。在考場上的那一刻，考試者只剩下他自己面對一切。這種種人

格淡化、取士之途趨一、考試內容趨一的發展，都意味著科舉愈來愈以一種盡量客觀、中

立、平等的標準和工具理性來對待所有投考者和處理升黜。科舉制度在明代實際上已完備定

型。各級科舉的層次、細則在明代得到了愈來愈精確的規定，構成了一張嚴密有序的大網。

考試與學校的結合也達到了幾近於渾然一體的程度。清人承襲了明代的科舉制度，嚴格堅持

和進一步細密化這一制度。

在此我想特別強調一下古代選舉中「歲舉」的意義。有一位激烈批評美國民主的西方人士也

承認：美國建國兩百年至少有一件事是無可動搖的，這就是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這是任何

現任總統也無法改變的。中國的選舉制度也開始了一種兩千年來、雖異族入主亦不能廢的穩

固的連續性，尤其在科舉時代，逐漸發展到了一種皇帝本人憑個人意志也無可改變，到一定

時間就必須舉行，遇戰爭、大災等不測事件也須補行或者易地舉行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隨

意予人功名5。今天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做一比較：目前中國社會最嚴格、最為人所重的考試是

進入大學的高考，但它無論在嚴格和客觀性、還是在地位的重要性上，更不要說持續的時間

之長和涉及範圍之廣等方面，都還遠遠比不上科舉的考試。這樣一個本身最客觀、最具個體

主義和工具理性這樣一些「現代」特點的制度，在中國進入西方主導的「現代」時卻首先要

被廢除，這真有點像是歷史的揶揄。但這可能又是不得不為的，因為中國人面臨的世界形勢

和自身的價值觀念體系都已發生根本的變化。

二 「選舉社會」的終結

以上是從政治制度著眼，然而，我們還可以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觀察廢除科舉的重要

性。這就是說，我認為中國這兩千多年的古代選舉制度的發展，已經反覆鍛造出一個新的社

會結構，所以，科舉的結束在我看來還意味著中國在春秋戰國與二十世紀兩次巨變之間逐漸

形成和發展出來的一種社會形態的終結。我認為，中國在這樣一種歷史發展中，社會已漸漸

由一種春秋之前的封閉的等級制社會──我將其稱之為「世襲社會」（hereditary

society），轉變成為一種秦漢之後的流動的等級制社會──我將其稱之為「選舉社會」或

「選拔社會」（selection society）。

當然，這還只是一種嘗試性的假說或觀察模式，我提出來是試圖對中國這一較長時段的歷史

做一種宏觀和連貫的解釋。但我如此嘗試自然還是相信它確有相當充分的解釋力，是較接近

於歷史的真相或者說古人對自己的看法的。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出，「結構」一

詞在「長時段」問題中居於首位。布勞（Peter M. Blau）指出，「社會結構」的定義是由下



述這些基本要素所確定的：不同的社會位置、社會位置佔據者的數量以及位置分化對社會關

係的作用。富永健一說在社會階層定義中所使用的關鍵概念是「社會資源」。我在考察中國

社會結構的歷史形態時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從社會的角度說也就是廣義的社會資源（主要是

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政治權力、經濟財富和社會地位與聲望）的不斷再分配，統治階級的

不斷再生產；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則是個人在一個社會中所能有的合理期望，個人所不斷尋求

的上升途徑和發展機會。我同意貝爾（Daniel Bell）所說，財富、權力和地位的分配問題，

「這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中心問題。」布羅代爾也認為，要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社會學理論應用於過去，並從一開始就承認任何社會的基本任務是實現社會上層的再生

產。

我不可能在這裏細述我的觀點的論據，只能簡要地指出，要建立這樣的概念解釋框架，有必

要觀察古代選舉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所達到的地位，它是否成為「統治階級再生產」的主要和

正規的途徑（「正途」），是否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主要槓桿，是否成為個人合法上升的正

常渠道，它對社會其他階層（包括佔多數的民眾）是否也有一種籠罩性的影響，以及由選舉

入仕的官員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們所達到的最後地位，他們的家世背景和社會來源等等。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國傳統社會通過古代選舉制度所達到的社會垂直流動速率，是現代

西方社會精英流動數據也難於達到的6。在我看來，在漫長的兩千多年裏，中國古代選舉制度

所造成的一種社會垂直流動，不僅已成為持久的結構性流動，而且這種結構性流動已使社會

形成為一種流動性結構，即流動已進入了社會的基本結構，成為其持久不變的成分。

的確，中國內部一直在發生變化，包括回旋、曲折的變化，其各個地區的發展也不平衡，但

其一致性也是相當高的。很多學者都同意：中國最具意義的社會巨變是發生在春秋戰國和二

十世紀兩個時期7。在這兩次巨變之間漫長的兩千多年裏，中國社會雖然也發生了許多變化，

但大致還是保持了一種相當穩定的結構形態8，那麼，如何描述這一兩千年未大變的社會結構

的基本性質和特點呢？可不可以對之做出一種概括性的解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學者將其

稱之為「封建社會」，這也是目前仍居支配地位的解釋；受韋伯思想影響的學者則將其稱之

為「官僚帝國社會」；我則想將其稱之為「選舉社會」，這是一種試圖在回顧中描述一個向

流動的等級社會演變的基本趨勢的嘗試。科舉的廢除最終斬斷了這一流動。與君主「共治天

下」的士人階層自此迅速邊緣化並趨消亡。說後來的知識份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確

有幾分道理。

三 傳統等級社會的終結

然而，還不僅此，在我看來，1905年的廢除科舉不僅意味著選舉社會的終結，它同時還在某

種意義上意味著一個有著更為久遠得多的歷史的社會形態──傳統等級社會的終結。我們前

面提及選舉社會中後來達到了相當高的垂直流動性和政治機會平等，然而，面向幾乎所有人

的政治機會的平等並不意味著所有人實際政治地位和權利的平等。統治階層的社會成分可以

是不斷來自平民，然而並不就由此達到一個平等社會。統治階層社會成分的平民化與社會結

構的平等化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我們且不說這種流動性強化了等級制，但它至少使這種等級

制更趨穩定。科舉的廢除可以說最終結束了這一延續了幾千年、幾可說是與有文字記載的中

國政治文明史並存的傳統等級社會。

也許正是這一點，使隨後的二十世紀的巨變的重要性超過春秋戰國時期的那一次巨變，因為



春秋戰國只是意味著為從封閉的等級社會向流動的等級社會過渡提供條件，而廢除科舉則在

某種意義上開啟了向一個平等社會的努力過程。昔日走向上層的「功名道斷」，士人及其子

弟在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激勵下，開始成為動員大眾的主體。過去深信「勞心者治人」的昔

日進士舉人很快就喊出「勞工萬歲」。新學堂的大學生們下到礦井向工人們宣講「工人為

天」。我只想簡略地指出：中國在二十世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過渡時代，我們或許可以稱之

為一個「動員時代」。開始是知識份子及政黨試圖啟蒙和教育民眾，使之成為歷史的主角。

但最後還是領袖在主導，是暴力解決問題。無論如何，在經過從1919到1989、或者說從「五

四」到「六四」的一系列激蕩的政治運動和軍事鬥爭之後，現在的中國社會相對轉入平靜和

沉寂，雖然一種隱蔽的社會等級層序又在形成，但它無論如何不像傳統社會那樣是法律明文

規定和廣泛為人認可的了。

不僅中國如此，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的，近代以來，我們可以觀

察到一個世界性的歷史趨勢：這就是由不平等向平等的發展。平等、或渴求平等是現代社會

的基本標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近代以前各文明的幾乎所有類型的傳統社會

都是等級社會──亦即公認的、法律明文地區分出權力和義務、利益和負擔的不同層級的社

會，而近代以來，各文明和各民族都在走向或試圖走向一個至少是法律權利上平等的社會。

借用十九世紀法國學者勒魯（Pierre Leroux）的一句話，他說：「我們如今處於兩個世界之

間，處於一個正在終止的奴隸制的不平等世界和另一個正在誕生的平等世界之間。」9

四 未終結的「唯政治」

許多過去長期存在的東西都不再存在了，如1905年以後不久，君主制度也沒有了。但還有一

種東西在中國一直沒有終結，到今天也沒有終結，我們也許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唯政治」

的現象：即政治始終居首要地位、起關鍵作用、政治第一、政治一直作為決定性的因素以及

活躍在人們觀念和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官本位」。中華文明很早就是以政治為動力和取向

的。即使是在西周時期發達的封建世襲社會，也要比西方的封建貴族社會更重視官職。在中

國歷史中，政治總是起決定的作用。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有一種政治權力、經濟財

富與社會名望這三種主要價值資源聯為一體的情況，而政治權力又是其中最為關鍵、表現最

突出的，所以「仕」成為主要的出路，對「仕」的強調幾可以說是中國有文明史以來的五千

年一貫制。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中國社會經過春秋戰國由一種「血而優則仕」轉變成一種

「學而優則仕」。但無論是「血而優則仕」還是「學而優則仕」，都還是「仕」第一。在三

種主要社會資源「權」、「錢」、「名」中，政治權力相對於經濟財富和社會地位和名聲來

說最為重要。有了政治權力，有了官職，就幾乎篤定要獲得其他的社會資源。而有了其他的

資源，卻不一定能獲得政治權力，甚至仍要受到政治權力的擠壓。各種資源和價值主要來源

和集中體現是政治的權力，各種人才、各種凌雲之志、騰達之願都常常只能首先並主要從政

治上求出頭；一切其他途徑都只是政治勢力的旁支而已。就像現代社會相當「突出經濟」一

樣，在中國社會的漫長歷史中，也一直有一種「突出政治」的色彩。所以，要宏觀和連貫地

觀察中國社會歷史的基本動因和走勢，與其從經濟觀察，不如從政治觀察。

當然，雖說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幾乎可以說把官僚制利用和發展到極致，但又給了它一種文

質彬彬乃至溫情脈脈的色彩。我們可以想想白居易、蘇東坡那許多文人官員、詩人官員。察

舉制強調文學德行，而科舉制更使中國的官員都從詩文進身，而古典的「放任」國家形態和

官吏之分也常可以使他們頗能瀟灑的勝任其職。無論是在春秋之前的世襲等級制社會還是在



春秋之後的選舉等級制社會，也無論是在前兩者之間過渡的戰國遊士時代還是激烈動盪的二

十世紀，雖然也有一些政治的相對「弱化」期，但中國社會根本上並沒有擺脫「突出政治」

和「官本位」的格局，當然，官員或統治精英的來源和標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存在一些根

本的差異的：或以血統，或以文化，或以某一方面的才能、德性，或以對某一組織乃至個人

的忠誠，甚或淪為一種沒有章法的權術和金錢。這些根本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決定了官員

階層乃至政府的不同性質和面貌，影響著社會上人們對它的評價、承認和尊敬程度。

就像中國古代的選舉並沒有削弱等級制一樣，它也沒有削弱中國自有文明史以來就相當突出

政治和官本位的狀況。以平等為號召的「動員時代」也沒有改變這一格局，甚至使政治變本

加厲了。今天一個強勢的政治運動的時代似已過去，但政治權力、政治體制對整個社會依然

佔據著壓倒性的支配地位，與市場結合的權力體制甚至獲得了更多的物質條件和動力，而官

員們自90年代以來也更加具有自身所屬群體的自我意識和保護意識。

五 新的開端？

那麼，在這樣一種前提和狀況下，今天我們如何對待和處理政治？今天是否需要和有可能淡

化或優化我們的政治？在此我們主要想從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給我們的教訓和啟發、古代選舉

制度（賢賢）和現代選舉制度（民主）的比較的角度來提出一些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現代選舉注意的主要還是出口，是換人，它在和平替換方面是頗成功

的，但在選人方面卻並不那樣成功；中國古代的選舉注意的則主要是入口，是選人，它在選

人方面頗為成功，但在替換方面卻不太成功。那麼，我們可以考慮：民主給更換不合適的統

治者或徑直就是政治的必要調整找到了一條和平的出口，那麼，古代選舉是否能在選擇較合

適的統治者的入口方面給我們以啟發？古代選舉制度是否能和現代選舉制度有所結合？「賢

賢」是否能和「民主」有所結合？少數統治是否能和多數裁決有所結合？重數量和重質量是

否能有所結合？智慧是否能夠和政治有所結合？這一結合是否能避免如古代中國政制那樣常

常官場人滿為患、壅塞不通並且不易有政策的重大改變的情況，又避免如現代民主國家時而

出現的那樣權力與知識過於分離，競選者與在任者為了嘩眾取寵、多得選票而並不真正考慮

人們的長遠利益和文明價值的問題？古代中國發達的政治機會平等與現代西方發達的政治參

與平等兩者是否能夠接榫？古代選舉制度中所表現出來的法治態度、理性精神和人文關懷是

否也能成為我們今天創新的思想和制度資源、給我們今天的憲政和法治建設以啟發？如果把

眼光擴大到整個社會，則一個社會的真正出路是否還是在於權力、財富、聲望等各種資源的

多元分流，使人們不再注意於政治一途，不再集中於做官一途，而是能在公平的條件下各得

其所，各盡所能，而一種政治制度，也是否應主要以能促進、保護這種狀況而衡量其正當和

優劣？

中國古代的選舉制度的確是夠長壽的，但它在歷史上也是不斷遇到困境的。它從一開始也就

包含了毀滅的種子，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樣，科舉注定是要終結的。然而，我們還是可以說，

它的生命力也是夠讓我們吃驚的。它的萌芽、發展和終結經歷了兩千多年，這真是一個漫長

的過程，現代有甚麼制度敢有以「千年」來計算的期望呢？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變化的

時代。

二十一世紀伊始，我們也許又面臨一個新的開端。中國經濟上正在飛速崛起，甚至已經像是

一個巨人，但在信念、精神、觀念和制度上並無多少自己獨特的、可以吸引世界之處。它在

很大程度上割斷了自己的傳統，而舶來的主義也並沒有真正成為持久和廣泛的「信仰」。故



此在某種意義上它也許還是一個跛足巨人。2005年初，一個象徵性的老人趙紫陽逝世。人們

對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似在又一次經歷痛苦的失望。廢除酷刑已經百年，而孫志剛仍被

打死；廢除科舉已跨世紀，而教育狀況仍不容樂觀，官員選拔也仍然未上軌道，不成章法，

跑官買官已成痼疾。憲政的目標似還遙遙無期。平等的理想也更多地停在紙上。「三農」依

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貧富又趨嚴重分化和地區差別等現象中，是否醞釀著未來社會激蕩

的風雨呢？如果再將台海危機等因素考慮進來，甚至戰爭的烏雲也已開始出現？的確，中國

需要面對過去幾千年從未有過的新形勢和新問題，需要走出一條新路，但我們的希望也許就

在於返本開新。要循這一條路前行，也就需要在百年激蕩之後恢復和保持一種對於「千年中

國」的真實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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